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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导言

中山大学　 黄仕忠

　 　 学术研究的进展,通常不外乎两条路径,一是新观念的引入,二是新

材料的发现。 我们可能会实诚地将它们当作两条独立的道路,却很少会

意识到,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真正意义上新材料的发现,例如

敦煌遗书、出土文献,往往出于偶然,难以预期。 但新观念的引入,则有可

能通过重新解读旧有资料,甚至从以往被忽视的文献中发掘出新的价值,
从而开拓新的疆域。 故而新材料的发掘有赖于新观念的运用,新观念的

确立亦有待于新材料作佐证。
二者的相互关系虽然如此,双方却并不一定会在这相互关系之中

“平衡”地发展。 因为一种新的观念,往往需要倚赖大量实证来支撑。 此

中,文献学的工作必不可少。 文献学的研究,并非只是一种技术性知识的

运用,而是包含着思想深度、文化情怀和学术视野。 回望 20 世纪以来中

国戏曲研究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907 年,年方而立的王国维,着意致力于戏曲研究。 他痛感“吾中国

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①,遂立志要为“戏曲”这种文体争取文学史

上的地位。 他的比较视野横跨中西,洞见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戏剧在西

方文学史上地位崇高,而中国戏曲则向来不登大雅之堂,未受到应有的重

视,因而矢志革故鼎新,在此后五年间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并于 1912 年底

写成《宋元戏曲史》,实现了自己设定的学术目标。 此举确立了戏曲在中

国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真正体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②,让元曲与唐

诗、宋词相并立,进入文学史的主流。
《宋元戏曲史》如今成为必读的学术经典,不过,人们大多只读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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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自序二》,《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226 页。
王国维著,黄仕忠讲评:《宋元戏曲史》自序,凤凰出版社,2010 年,第 1 页。



此书,而很少关注他在展开戏曲研究过程中所撰写的系列著述,甚至可能

会以为王国维只是秉持了某种“观念”,为填补“空白”而直奔戏曲史的写

作而去,实则不然。 王国维的研究是从文献寻访、编目开始的,他意在掌

握古代戏曲的全貌,所以编纂了一部《曲录》,收录中国古代的所有剧目,
这是中国第一部古代戏曲总目。 《曲录》的初稿只有两卷,收录元明清杂

剧和传奇作品。 随着视野日益拓展,他在增加了宋金杂剧剧目的同时,修
订原稿,终成六卷。 这既是对初稿的完善,又是基于“戏曲”观念的新理

解。 与此同时,他敏锐地观察到中国戏曲异于西方戏剧之独特性,做了大

量的文献考证工作。 例如中国戏曲采用脚色制,所以他撰写了《古剧脚

色考》,以考察生、旦、净、末、丑等脚色的渊源与流变;中国戏曲用套曲曲

牌来演唱,于是他先后编撰《唐宋大曲考》 《曲调源流表》,以探讨音乐的

源流与曲牌、套曲的由来。 记录元杂剧作家作品最重要的文献是元代钟

嗣成的《录鬼簿》,王国维利用多种抄本、刻本互勘,力求勾稽元人杂剧全

貌。 为了解古代演剧情况,他又全面辑录散见于文献中的演剧资料,编成

《优语录》,又以此为基础,对戏剧的起源作了系统探讨,撰成《戏曲考原》
一书。 所以,王国维是从文献入手,全面考察戏曲作为一种新的文艺样式

的发生、形成与成熟的过程。 他以观念指引实证,复以实证支撑理念,两
者互为表里,合而为一,最后完成史的建构,写成《宋元戏曲史》这部不朽

的著作。
不仅如此,为推进戏曲研究,王国维寻访、抄录、购置了大量戏曲有关

文献。 他最早关注并利用《录鬼簿》 《太和正音谱》及吕天成《曲品》、无
名氏《传奇汇考》等资料,作为研究的佐证。 虽然他对戏曲史的书写最后

停止于元代,其实他也购买了众多珍稀的明清戏曲剧本和曲集。 在还没

有公立图书馆的时代,他通过各种方式寻访曲本,曾向罗振玉、缪荃孙、陈
毅等借阅、传抄戏曲资料;董康诵芬室重刻《盛明杂剧》,则是借用了他的

藏本。 正因有深厚的文献积累,王国维才能在《宋元戏曲史》的自序中自

信地说,书中所引录的史料,基本是他本人搜寻所得,主要观点都出自他

个人的发明,而对学术的贡献也以此书为多①。
人们通常阅读与关注的是学者的著作,却很少注意到他们在文献寻

访、整理公布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就无从了解从事研究背后的曲折过程。
吴梅是王国维之后最重要的戏曲研究家,不仅著述甚丰,而且在戏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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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出版方面贡献尤巨。 他曾有意将珍藏的戏曲孤本影印出版,以飨学

林,已经编订目录,并将这些珍贵的版本交付商务印书馆,以备影印。 遗

憾的是,1932 年日军轰炸上海,涵芬楼(东方图书馆)被毁,吴梅所编书籍的

书版和一些珍贵书籍也遭劫难,灰飞烟灭。 尽管如此,吴梅还是重新收集

曲学资料,完成《奢摩他室曲丛》的整理出版,并在 1939 年去世前立下遗

嘱,让后人将其藏曲交付公家。 这个遗愿 1950 年代由他的哲嗣完成。
再如郑振铎,毕生致力于戏曲与俗文学研究,对有关文献的寻访、搜

集怀有炽烈之热情。 他编集影印了《长乐郑氏汇印传奇》,将所获珍稀明

清剧本公之于世。 新中国成立后,又主持编纂《古本戏曲丛刊》,完成了

前四集的编集出版,成为此后中国古代戏曲研究的基石。 只是他本人在

1958 年因飞机失事不幸离世,未能亲手完成《古本戏曲丛刊》全部编集影

印工作。 而他收藏的所有戏曲与俗文学文献,也由家人全部捐赠给了北

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成为学界公器。
而那些不以戏曲研究著闻的前贤所做的文献收集工作,也往往会被

忽略。 朱希祖本身是一位历史学家,虽然不以研究戏曲为长,但家中累世

所藏戏曲文献极为丰富。 他深知戏曲文献的史料价值,所以在升平署档

案和曲本散出于书摊之时,第一时间购买了这批文献。 1932 年,他自觉

精力有限,遂将这批材料连同累世所藏悉数转让给北平图书馆(今国家

图书馆),成为平馆早期戏曲存藏的重要组成部分,王芷章《清升平署志

略》、周明泰《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等重要著作,皆赖此得以成书。 朱

希祖的理念,尤堪钦佩:文献归公,才更有助于学术发展。
此外,一批民国学者,在戏曲研究兴盛之初,致力于戏曲文献的寻访

收藏,从而嘉惠学林。 其中有马廉、许之衡、王孝慈、周明泰、阿英、傅惜

华、赵景深、张玉森、吴晓铃等。 正是由于有这么多学者致力于戏曲文献

的搜寻、研究、影印、整理,才有了 20 世纪戏曲研究的繁盛局面。 更为难

得的是,他们不仅共同致力于戏曲研究,并且自觉形成一种明确的“学术

共同体”意识。 他们的一切努力,无不指向学界之长远发展,着意为推进

这个领域的研究贡献力量。 他们的收藏最初虽是本乎个人之兴趣与研究

之所需,而最终则多能化私为公,转而成为社会共享的财富。
1950 年代以来,戏曲领域成为“显学”,也迎来了研究的辉煌。 同时,

随着“艺术史”观念的引入,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得到更为广泛的认

可,古代戏曲史的建构,也从以文人作家与文本剧作为主体,延伸到声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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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衰和演剧变迁,演员、戏班演出与声腔的演化成为戏曲史进程的主体。
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戏曲的本质是舞台演出,案头的文本终归属于第

二义。 历史的“不公”,便是文人抢占了艺人的历史地位。 基于此种认

识,王国维“重文本”的做法,一度受到较多的批评。
其实剧本(文本)与舞台是戏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都是戏曲

史不可或缺的要素。 舞台指向艺术史,是艺术史研究的主体;文人撰写的

剧本则既是戏曲史的组成部分,同时作为一种新文体,也是文学史的主要

体裁之一,并以文本方式被出版、阅读与传播。 文人群体参与戏曲创作,
产生了具有较高文学性的作品,从而改变了戏曲的品格,提升了戏曲的地

位,使戏曲为社会主流的娱乐系统所接受;同时文人也是戏曲活动的高端

消费群体之一,他们的创作与观演、评论与揄扬,扩展了戏曲的演出市场

与演出空间。 由此观之,剧本文本与舞台演出并不是此是彼非、此重彼轻

的关系,而是自不同维度,共同开拓了戏曲发展的广阔天地,于文学与艺

术的演进历史中,各擅其胜。
王季思当年曾对学生吴国钦说过这样一段话:

优秀的舞台演出本不仅演给当时人看,同时还流传给后人作文

学读物欣赏。 王实甫的《西厢记》,早已不能照原本演出,从明中叶

以来的各种评点本看,实际是把它作为文学名著来欣赏的。 由于文

词的变化不像口语的变化来得快,虽然文采派的作品距离现实生活

稍远,未免影响到当时演出的效果,却可以长期得到后人的喜爱,经
久不衰。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多少说明了这个道理。①

王先生在这里提出古代戏曲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作文学读物欣赏”和

“作为文学名著来欣赏”,是一个剧本在戏曲史与文学史上之意义价值不

可缺少的一维,是古代遗产能够保存下来的主要途径。 在音像资料无法

保存的年代,文本出版和传阅是戏曲传承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 在演剧有

关记载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经文人整理评点出版的戏曲剧本是追溯古代演

剧发展史的重要途径,因此戏曲文献的整理研究受到学界重视,也是自然

而然的事情。 《文献》杂志本期特设戏曲文献研究专栏,是适时的反应。
纵观 21 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戏曲研究,理论观念上虽未见突破性拓

展,而戏曲文献的编集、影印和整理成果却已卓有成效。 本专栏所载苗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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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教授的文章,对 21 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地区戏曲作品集整理出版情况作

了系统梳理,让我们可以看到该领域的整体进展。 同时苗教授对此所作

的思考,也为我们今后更有效地开展文献整理与基础研究提供了有益的

启示。
事实上,戏曲文献整理工作的进展,与时代社会的变化紧密相关。 20

世纪 80 年代,图书馆的古籍编目一度面临重大考验:自 20 世纪 50 年代

起,有数量巨大的古籍归于公藏,但大多数图书馆都未有公开的古籍目录,
当时许多古籍属于“未编书”,未能借阅流通。 改革开放以后,图书馆工作

不断取得进展,这类古籍也逐步得到编目整理,得以上架,可供借阅流通。
新世纪以来,大陆图书馆更加开放,不仅借阅、复制变得容易,而且一些集

中收藏了曲类文献的藏书单位对其所藏珍稀戏曲作了选萃影印,同时学者

所辑录的戏曲专题丛刊,也能获得收藏单位的同意而成套影印出版。 随着

国际交流日益便利,许多学者赴海外作访学研究,访得海外收藏的珍稀戏

曲文献,影印出版。 我个人对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的调查、寻访、编目,
并选择孤本珍稀曲籍予以编集影印,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海内外的重要图书馆都将本馆的书目信息

公开于网络,供全世界的读者检索。 与此同时,一些图书馆开始数字化工

作,并有计划地逐步在网络上公开所藏古籍资源。 例如国家图书馆“中

华古籍资源库”已经将十几万种珍贵古籍公布于网络,其中包含了数以

千计的戏曲古籍以及与戏曲家有关的大量文献资料。 这一变革不仅极大

便利了文献利用,也深刻改变了戏曲文献研究的生态与格局。 本栏目所

收数篇文章,正是这一变局的具体体现。
首先,通过网络检索,可以方便地了解某一版本在世界各地的收藏情

况,并逐一对比。 以往学者因为求书不便,能得到某一个版本便已满足;
而今天可以系统比较多种藏本,不仅有深入研究的空间,也对文献本身的

认知有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判明其为初印还是后印,是修板印本还是改题

印本,从不同印本中的文字差异、校阅者名姓的不同,看到更多的内容。
此外,还可以通过批注、藏印、题跋,获得更多可拓展的研究内容。 本专栏

所刊林莹《晚明套印本的融通互证与价值重估———以五种“戏曲前附小

说”套印评点本为中心》一文,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所做的一次成功尝试。
这样的工作,既是传统文献版本内容的研究,也涵盖对出版史、传播史的

考量,同时关注到读者阅读接受的维度,从而拓展了学术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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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些秘藏于图书馆向来不为人知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戏曲文献,
不断得到发掘。 例如在对海外汉籍的调查中,常有令人惊艳的发现。 我

们与日本共同编集影印的多套日藏中国珍稀戏曲文献,就收录数十种孤

本珍稀剧本,其中有国内已佚的名家名作,也有从未见于著录的珍藏。 当

然,中国本土的戏曲文献收藏无疑是最为丰富的。 本专栏所刊刘铁的文

章,介绍了国家图书馆所藏《杂剧十种》,作者判定这是一部清代庄亲王

府演出剧目的抄本集。 众所周知,清代宫廷与王府的演剧十分繁盛,王公

贵胄也是戏曲的“高端消费”群体,其审美趣味直接影响了社会大众对于

演剧的喜好,进而扩大了演剧市场的规模。 这些文献的披露,可为相关研

究提供新的资料。
再次,从文献入手,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史本身也可作为研究对象,

构成新的学术增长点。 例如民国时期海内外学者对王国维《曲录》所做

的增补批校,王国维旧藏曲籍的去向,海盐朱氏所藏曲本目录的发现,许
之衡“饮流斋”抄录曲本及许氏对曲本的整理、修订情况,王孝慈所藏曲

籍的流徙,周明泰藏曲中涉及某些伶人世家庋藏曲籍的移存,脉望馆旧藏

戏曲在民国间的散出、购藏,以及张元济、王季烈与《孤本元明杂剧》的整

理出版等,都有出色的研究成果。 本专栏所刊沈珍妮、蒋思婷的文章,则
系统梳理了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剧》的校刻印刷情况;翟皓月的文章又

梳理了与之相配的刘世珩《双忽雷阁汇订曲谱》的正律订谱与刻印过程。
刘世珩是民国间大规模校订整理出版戏曲的发起人,两书的整理方式,成
为当时学者整理戏曲剧本之范式,与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前后呼应,共同推

进了民初戏曲的刊刻与研究,并影响到民国时期戏曲学术史的进程。 上

述两篇文章,正揭示了刘世珩主导下一批民国学人以经史例校刻戏曲的

有益探索。
戏曲文献研究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不能满足于简单的文献介

绍和孤立的研讨,而应当通过具体的戏曲文献来窥知当时丰富而复杂的

社会文化生态,了解戏曲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处境与状态。 同时,还需要

不断拓展视野,例如还可以从娱乐消费、演剧空间、出版市场等角度来考

察。 这样,既可以将新的理论方法运用于个案研究,又能通过个案的研究

为新理论的运用提供经验支持。 若能如此,前路自当云开月明,辽阔

无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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